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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战争与和平: 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曾业英

海外中国近代史学者王克文先生于 1997 年 2 月 14 日在台北

“国史馆”作了一个专题演讲, 题为《战争与和平: 试论汪政权的历

史地位》(以下简称“王文”) , 后由该馆林秋敏小姐整理成文, 经其

“同意”, 刊载于该馆馆刊复刊第 22 期。王文总计六部分, 第一部分

为“导言”, 说明该文目的“是希望跳出‘汉奸’和‘翻案’的框框, 从

一个新角度检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及其所衍生的汪政权”。第二

部分为“汪精卫与‘和平运动’之缘起”, 说明汪精卫和平思想的来

历及怎样从与蒋共主和平到弃蒋独主和平的过程。第三部分为“汪

政权之成立”, 说明汪精卫到沦陷区成立伪政权的原因和经过。第

四部分为“抗战期间之和平试探”, 说明抗战期间蒋日和谈所持条

件及汪伪政权在蒋日和谈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部分为“汪政权之

性质与特色”, 说明汪伪政权“是一个傀儡政权”,“又不完全是傀儡

政权”, 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有明显的连续性。第六部分为“历史

地位与评价问题”, 认为汪伪政权的和平运动“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

和平的努力不应该被否定, 甚至因此而被视为汉奸”。可视为是该

文的结论。

　　通观全文, 应该说, 有不少看法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客观公允

的。例如, 对于汪精卫的和平思想, 不仅指出他 1932 至 1935 年出

任行政院长时就提出了“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 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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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是避战”; 并且指出“这点并不是汪精卫一个人的看法”, 而是

“南京政府的共识, 尤其代表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位主要领导人物的

共识”。即使抗战爆发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的秘密接

触, 刚开始时也都得到了“国民政府两位主要负责人的同意”, 直到

1938 年 7、8 月间, 才在“高宗武与周佛海等几位国民政府内部人

员共同商量”下,“很微妙地从汪蒋二人共同主持的局面, 转变成弃

蒋扶汪的情势”。

　　又如, 对于蒋介石方面的议和活动, 王文指出, 抗战爆发后,

“蒋介石也有其和平路线, 基本上, 蒋介石身边与日本谈判的人有

孔祥熙、何应钦, 以及其夫人宋美龄, 后来还有一些私人代表, 陆续

与日本人接触, 而且时间一直持续着⋯⋯自孔祥熙路线开始至钱

永铭路线为止, 中日之间的接触没有停止⋯⋯双方的确曾经很认

真地考虑过彼此的要求”。因此, 王文认为, 蒋介石方面“在战后每

次提到这些接触时, 总是用两种方式来解释, 一是缓兵之计——以

谈判来延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 二是谋略——以谈判来刺探日本

的情报。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 但是双方当时所谈的

条件是非常具体的, 而且在条件符合的前提下, 每一次都可能达成

和平的结果, 所以完全用缓兵之计以及谋略的说法来解释谈判的

试探, 似乎有一些牵强”。

　　再如, 对战后汪伪政权的自我辩解, 王文指出, 所谓“汪政权曾

为沦陷区的人民服务⋯⋯使沦陷区的人民不至于受到压迫”的说

法,“只能视为勉强的藉口”, 因为“这并不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初

衷, 汪精卫因为谈和不成, 进而一步步演变成在沦陷区成立一个政

权的局面, 并不是一开始就因为要照顾沦陷区的人民而到沦陷区

去另外组织政府”。又说: 所谓“双簧说”、“上当说”也“是有问题

的”。“双簧说”“源于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 他在书

中提及, 抗战胜利以后, 在汪精卫个人的文件中搜到三封蒋介石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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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信函, 暗示两人约定唱双簧, 一人主和, 一人主战, 不过这

三封信的确实性现在也无法证明。自当时的大环境而言, 似乎有这

样的蒋、汪分工态势, 但是这个说法的不妥当处, 在于前述中日和

谈的过程中, 汪精卫并没有扮演桥梁的角色, 反而对重庆政府造成

很大的牵制作用, 如果两人真的唱双簧, 不应该产生这种互相妨

碍、互相竞争的结果。另一种说法是‘上当说’, 谓汪精卫被蒋介石

所害, 不得已走上成立汪政权这条路。这种说法是阴谋论的进一步

发挥, 其起源为褚民谊在战后审判时宣称:‘有人想拿一个臭马桶

套在汪先生的头上, 终于套成功了。’这个说法引起很大的揣测, 很

多人认为是蒋介石想要除掉他的政敌, 便以各种方式引诱、逼迫汪

精卫走上成立汪政权之路。从汪精卫主和到成立政权的过程来看,

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曾仲鸣的被刺, 是刺激汪精卫

走极端的很大因素。但是我认为基本的条件还是在于汪精卫个人

的思想⋯⋯并不是蒋介石的阴谋所能完全主导的”。

　　王文之中, 诸如此类的看法尚不止此, 恕不一一例举。尽管有

些认识仍有讨论余地, 但基本上遵循了以事实为根据, 不曲解、不

溢美的史学原则, 较富说服力, 十分可贵。

　　但是, 不容否认, 王文中也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 较为重

要的有以下三个。因为王文的“重点并不在于介绍史实的内容, 而

在于若干概念性的讨论”, 所以笔者的商榷也不在“史实”, 而在“概

念”。

　　一、关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施放“和平”烟幕的原因问题。日

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 为寻求商品市场和工

业原料, 一直积极推行“大陆政策”, 矛头直指中国, 这是日本发动

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而战争与和平, 则从来就是日本在侵华过程

中交替使用的手段。这已为日本自 1871 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以来 70 多年的历史过程所证明, 也是世人不争的事实。但是,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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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却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在国际上最大的假想敌一直是

俄国, 即后来的苏联。因为对付苏联的关系, 阴错阳差地与中国发

生战争, 日本军方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件意外, 必须赶快解决, 以

便集中力量来对付苏联。”所以,“事实上, 和平的努力也受到日本

某种程度的支持”。在这里, 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被说成

“阴错阳差”的偶然事件, 一些打着“和平”旗号谋求殖民利益的侵

华分子被打扮成真正的和平的支持者, 未免离历史真相也太远了

点吧。

　　二、关于汪伪政权的性质问题。如前所说, 王文承认汪伪政权

“是一个傀儡政权”, 但又说“不完全是傀儡政权, 因为汪政权的出

现, 对日本来说, 有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对于汪伪政权怎样牵制

日本, 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 王文未作具体说明, 仅作了如下抽象

推论:“从整个抗战的形势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汪政权造成一个四

角关系, 原本国、共和日本之间是一个三角关系, 而且是一个很有

限制的三角关系, 因为国共合作抵抗日本是一个基本态势, 没有发

挥的空间, 但是汪政权出现以后, 形成了一个四角关系, 这一个四

角关系是由两个三角关系构成的, 即汪政权、重庆政府与中共之间

的三角关系, 以及汪政权、日本与重庆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 而这

两个三角关系都有运用的空间, 对重庆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一方

面, 重庆政府可以联合汪政权对付日本, 日本也可以联合汪政权对

付重庆政府, 形成两条弹性的纽带; 另一方面, 汪政权可以联合重

庆政府来对付共产党, 重庆政府也可以联合共产党来对付汪政权,

所以双方都有一些运用空间。两个有弹性的三角关系并成四角关

系后, 其关系之错综复杂, 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的。但是, 我

们可以发现, 中国的局面变成一个三头马车, 一个是汪政权, 一个

是重庆政权, 一个是延安政权, 三方面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 合

纵连横, 使得战局显得非常微妙。”历史是讲事实的, 且不说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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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来说明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问题是否合适, 即就推论本身

而言, 也大有商榷余地。笔者以为, 抗战时期日中之间首先是一个

侵略与被侵略的双边对立关系, 先是国、共联合对日双边对立关

系, 后来出了个汪伪政权, 演变成国、共联合对日、汪联合的双边对

立关系, 这是最主要的关系, 其他任何关系都是次要关系, 都必须

服从这一关系, 都受这一关系的制约。在这一大格局下, 难道真能

发生什么“重庆政府可以联合汪政权对付日本”的事吗? 真能发生

汪伪政权、重庆政权、延安政权“三方面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

吗?是的, 重庆政权、延安政权彼此运用来与日作战是存在的, 因为

它们同处抗日阵营, 但汪伪政权能与其他任何一方彼此运用来“与

日本作战”吗? 有这样的事例吗? 诚然, 抗日后期汪伪政权要角周

佛海、缪斌之流的确与重庆方面有秘密联系, 那不过是为自己预留

后路的个人行为, 与汪伪政权无关。因此, 笔者认为王文提出的理

由, 不足以说明汪伪政权“不完全是傀儡政权”, 因为汪伪政权事实

上不存在对日本的“牵制作用”。

　　三、关于汪伪和平运动的评价问题。如前所述, 王文第六部分

即提出汪伪政权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定”, 甚至汪精卫之流也

不应“因此而被视为汉奸”。其理由是:“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

民族主义以及知道中国最后会胜利的后见之明来看, 在抗战的过

程当中, 中日关系的确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日双方对于是否

进行战争都有不同的意见, 中国后来分成蒋、汪两条路线, 日本方

面则从军部到外务省以及日本政府内部, 对于是否继续战争或和

谈, 都有很强烈的争执。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主和派与日本主和

派之间的合作, 就成为解决中日冲突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

一个机会, 不论后来的发展如何, 都不能因此而抹煞, 因为以中国

的角度来说, 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 显然抗战的前景并不乐

观。”这样的理由能成立吗? 似很难。首先,“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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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云云, 本身就是假设。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从事

实出发, 王文的立足点就是空的, 自然没有讨论的基础。其次, 抗战

时期, 中日两国相争, 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 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

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同样, 和平也有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和日本所

需要的和平, 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的和平就是中国所需要的和平,

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的和平就是日本所需要的和平。考诸八年抗

战的事实, 也确实存在这样的区别。且不说中国共产党有鲜明的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与态度, 即使曾经一度与日本秘密

议和的蒋介石政府, 也始终没有放弃“日本撤兵”这一议和条件, 但

日本却蛮横固守“与中国共同防共, 并于此大前提下要求在中国各

地驻兵, 以及经济上的开发与合作”等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条件

(见王文第 27 页)。这说明处在战时状态下的中日两国确存在根本

对立的民族主义与和平观。王克文先生要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民

族主义”看问题, 那又从哪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呢? 总不致要

我们——中国人——从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认同日本本

位的和平吧?!要知道, 这样的民族主义与和平, 是得不到中国人认

可的。第三,“不从⋯⋯知道中国最后会胜利的后见之明来看”云

云, 既要我们不以“后见之明”来评判汪伪的和平运动, 就应思想一

贯, 自圆其说。可是, 王文的另一地方又说:“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国际争端或是任何国家的内部争端, 最成熟、

也最受推崇的处理方式就是和平解决, 因为和平可以避免民众的

流血和牺牲, 没有人再主张打个你死我活, 不论是由联合国出面解

决, 或是由双方自己解决, 都是上策。对战争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大

家认为不论谁是谁非, 动用武力总是一种野蛮而残忍的行为。这些

新观念和新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抗战经验的意义。”以今

天的“和平解决”为汪伪和平运动找根据, 与上述对“后见之明”的

否定, 岂不自相矛盾, 让人无所适从? 最后, 所谓“中国主和派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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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和派之间的合作, 就成为解决中日冲突的一种可能性”, 实际

也是难以成立的。原因很简单, 战争也罢, 和平也罢, 除取决于政

治、经济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民众的诉

求的制约, 并不是哪个人说战就能战、说和就能和的。古今中外, 莫

不如此。王文以下所言, 也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在与日本“谈判的

过程中, 恢复战前的局面、承认东北内蒙现状和共同防共这三点,

双方可以勉强达到妥协, 没有太大的争议, 只是中国对于承认东北

与内蒙的现状一事, 要求以比较不公开的方式进行”。蒋介石为什

么“要求以比较不公开的方式进行”? 就是害怕社会舆论。所以, 蒋

介石能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能与汪精卫有本质的不同, 固然与

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参战有关, 不能不说民众的诉求也起了不可

否认的作用。由此可见, 中日冲突并不是依靠中日之间几个主和派

的合作就能解决的。王文所说汪伪政权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

定”, 汪精卫之流不应“因此而被视为汉奸”, 既然没有足够的根据,

自然难以成立。

(作者曾业英, 1940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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